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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研究 
計畫主持人：環境資源管理系 陳意銘 

協同主持人：環境資源管理系 葉仲超 

 

計畫說明:台灣的綠色產業化或產業綠色化，目前面臨許多決策模式以及商業模式的考

驗，來自氣候變遷挑戰亦已超乎以往的想像，迫使企業對低碳管理的決策意圖趨向堅

定，許多研究顯示，綠色產業的低碳管理必須以行為層面探討公司環境策略層級問題。

本計劃將對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的商業行為，探討有關綠色產業的管理者與消費者行為

意圖之關連性如何影響綠色產業進行低碳管理策略的決定因素，畢竟低碳管理的行為過

程，包括低碳技術、法規面、策略管理以及未來企業環境目標等綜合性解決的行為管理

科學，因此希冀藉由本計劃釐清低碳管理的意涵、低碳管理在綠色產業中的行為層面與

商業模式之關係，並將研究成果提供國內綠色產業相關管理者參考。 

 

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研究 

陳意銘、葉仲超 

壹、緒論 

 台灣的綠色產業化或產業綠色化，目前面臨許多決策模式以及商業模式的考驗，來自氣候變遷挑戰

亦已超乎以往的想像，迫使企業對低碳管理的決策意圖趨向堅定，許多研究顯示，企業低碳管理必須配

合公司層級的策略目標著手 (Haden et al., 2009; Martín et al., 2010; Ramayah et al., 2010; Elliot, 2011)。本計

劃將對企業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的商業行為進行有關消費者行為意圖之研究，以瞭解綠色產業的正確商

業模式，因應未來綠色策略挑戰。因低碳管理的商業模式包括低碳技術、法規面、策略管理以及未來企

業環境目標等綜合性解決的管理科學，因此本研究藉計劃行為理論、制度理論以及潮流效應等社會心理

理論，探討綠色產業的商業模式與發展之有關議題，有關計劃背景分述如下： 

 現今台灣要推動低碳管理所面臨的挑戰包括：法源及政策工具尚未完備、減碳成本高欠缺立即性、

減碳成效未能受到鼓勵、產業能源需求偏高以致於低碳行為意圖偏低(Haden et al., 2009)，另一方面，相

關的研究亦未針對消費行為面的關係進行系統性的研究，並未有詳細的消費者行為模式及低碳管理與綠

色產業之關連性研究，以致至今無法完整了解低碳管理究竟與綠色產業之關聯分析(Elliot, 2011)。 

 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大部分企業的環境管理問題，多著重於環境品質以及環境技術的開發(Martín et 

al., 2010; Elliot, 2011)，多以技術開發建議企業如何進行環境管理，但這幾年所討論的議題是「低碳」概

念如何在商業行為以及模式上發揮應有的認知以及決策作為？亦言之，企業管理者可能被環境法規、政

府環境政策等問題牽制該企業的環境行為發展而無法真正落實低碳管理行為(Cordano & Frieze, 2000)。 

 綠色產業以及環境永續問題的研究相當多元，諸如綠色產品及永續產業的觀念倡導(Ramaya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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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環境危機對企業的影響 (Hoffman, 1999)；環境利益對企業的影響 (Bansal & Roth, 2000)；環境衝

擊對企業的影響( Shirvastava, 1994)。另一方面，亦有生產管理及供應鏈管理對環境問題的研究(Klassen & 

Vachon, 2003)，上述相關的整理可以了解到低碳管理對綠色產業管理的綜觀性問題。 

 本計劃將針對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進行研究，了解低碳管理者之低碳決策制定過程，所

產生的一連串計劃行為是否與發展綠色產業或將現有產業綠色化有關聯。本計畫將以制度理論與潮流效

應為主要理論，探討企業經營決策過程模仿、規範以及強制力量加上潮流效應的體制朝流壓力以及競爭

潮流壓力是否對企業之低碳商業行為有影響？將以實證方法探討體制理論、潮流效應與計畫行為之間之

關聯性，解釋企業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意涵，發展低碳管理的商業模式。 

一、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計畫希冀由文獻探討並以國內企業為研究樣本，透過理論分析與問卷調查的

方式，研究體制理論、潮流效應與計畫行為如何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有產生影響因素，希望此研究能

對國內之企業進行低碳環境管理之商業行為有所助益。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 

(一)探討低碳管理在對國內綠色產業的意義 

(二)以社會心理理論研究低碳管理的商業模式 

(三)以社會心理理論解釋綠色產業的發展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以台灣綠色產業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心理理論，包括：體制理論、潮流效應與計畫行為理

論對低碳管理以及綠色產業的商業行為之影響。調查樣本預計以國內各企業公司之有關環境策略決策

者，包括：環境部門主管或環境行為決策者，其調查職位包括：環境決策主管、環安部門主管、安衛部

門主管、研發部門主管、環境專責人員、ISO14001專責人員等為調查對象，利用心理測量的問卷進行研

究。 

 

三、計畫流程 

 本計劃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進行相關文獻之整理與探討，進而決定出本研究之架構

與問卷設計，再經由實際問卷的調查與分析後，進行研究假設驗證與推論，最後得到結論與建議。本計

劃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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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計劃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文獻分析 

研究架構擬定與研究設計 

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 

假設驗證與推論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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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分析 

 一、企業低碳管理 

 低碳管理乃是企業採用產品碳足跡的活動，管理者在低碳決策制定過程所產生的一連串計劃行為，

也就是說，企業要進行產品碳足跡驗證制度的背後，必需有一系列的驗證計畫以及相關人員負責產品碳

足跡的盤查活動，另外必須有環保科技的系統(產品生命週期的規劃)支持，經過指定產品類別，提出產品

碳足跡盤查作業到驗證的過程。以下針對企業低碳管理議題進行文獻探討： 

 管理者對於現今環境永續問題為企業所帶來的挑戰，必須特別的注意且會是企業策略規劃階段重要

的規劃項目之一，必須思考不同的環境問題對企業產生的影響(Throop et al., 1993; Bansal & Roth, 2000; 

María et al., 2010 )。Shrivastava (1995) 提到企業必需要有充足的知識、資源為地球生態系統思考如何改

變。María (2010)等人的研究也意識到管理者必須在工作中，將實務與環境保護的理念結合，並將它應用

在工作環境的改善，想辦法呼應目前國際的環保標準以及低碳的管理意圖以回應永續環境的作法。 

 在低碳背景下，企業所有的行為都發生不同程度的轉變，這是制度對企業的滲透力、感染力和影響

力所導致的結果，因而企業的低碳行為產生，取決於所處的外在環境壓力、內在技術以及自身的了解、

公司對環境的自我起許、以及希望藉由低碳改變市場的力量為主要的行為模式，會參與環境管理的議題，

隨著環保科技的創新，企業為了提升生產的效能以及作業效率，紛紛採用新的環保技術、制度解決日益

嚴重的全球暖化問題(Haden et al., 2009)。 

 企業走向綠色或綠色革命，多少已成為努力限制當前環境問題不再繼續惡化的代名詞(María et al., 

2010; Giddens, 2009)，另一方面，從環保技術導入觀點看，要讓環保技術在企業中完全發揮其預期之效益，

先決條件之一便是建立組織的制度環境，讓企業中的成員接受，並樂於將該技術使用，只有當企業對該

技術先產生接受的意願後，該技術才有可能將其力量發揮極致(Liu, et al., 2010)。因此管理人員與研發人

員也由過去只需考量引進技術的相容性與可運作性，轉變為以使用者的角度來看待環保技術的精進，意

即如何能引發或誘導組織員工願意使用新的環保科技系統。然而此實務界的議題也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

意，因此解釋環保科技的使用者或利害關係人對新環保技術之接受行為的研究也日益增加，並成為環境

管理系統導入研究之熱門議題(Elliot, 2011)。 

 Giddens(2009)提到，企業轉向低碳經濟將產生新的工作機會，這些機會的產生不僅來自能源產業的

變遷，也有來自生活方式或品味的發展，例如生質燃料的發展，全世界有將近兩百萬人直接受僱於這個

產業，絕大多數工作是負責重製或收成用來生產生質燃料的植物，由此看出一種環境管理制度的認證，

可以幫助企業在努力減緩過度消耗能資源所產生的破壞，以及再生資源對工作機會的重要性(Melnyk et al., 

2003)。 

 本計畫以碳足跡做為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的研究條件，針對國內企業採取產品碳足跡盤查與查證的

行為意圖，調查企業實施碳減量(低碳管理的行為)過程與制度理論、潮流效應以及計畫行為的關聯，自社

會科學角度出發解釋社會心理學的相關理論如何影響企業管理者的行為與組織的決策角度是否會影響企

業低碳管理的意圖？ 

 二、企業綠色商業模式--碳足跡 

近年來，企業普遍接受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概念，碳足跡認證。碳足跡又稱為碳標籤(carbon label)，或稱

足跡標籤(carbon footprint label )、碳排放標籤(carbon emission label)，表達的是內含(embodied)在一個產品

的CO2排放，一般均以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觀點來表示。企業實施碳減量的機會，可以從能源使用(省電

措施、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例)、生產(減少廢棄物量、製程單元檢討、改進技術與效率)、配銷(減少運送

次數、距離及儲存方法)以及其他通用規則(改進存貨管理、技術創新、增加回收料的使用、選擇供應商)

來看到機會與威脅的存亡戰。因此企業採行碳足跡為低碳管理行為的目的有三：環境資訊的揭露、節能

減碳的機會探索以及供應鏈綠化(Ramayah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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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第一個碳足跡計畫，是由英國碳信託基金在 2006 年進行，該計畫 2007 年推出一項 Walkers 的

洋芋片 Crisps, Innocent 的水果冰沙 Smoothies，以及 Boots plc 的洗髮精產品碳標籤(Carbon Trust, 2006)。

產品的碳足跡是從了解產品及服務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著手，透過產品碳足跡的驗證，促使產品的

碳排放來源透明化，驅動企業減少環境衝擊的作為，並可視為一種新的綠色商業模式(Ramayah et al., 

2010)。另一方面，產品碳足跡資訊的揭露，可以讓消費者從需求端的角度，對抗全球暖化，這是一種賦

權的概念，以講求利害關係人參與企業運作的概念，讓消費者透過碳標籤來選擇產品，促成消費者的行

為改變以產生更大的減碳效益 (Giddens, 2009)。 

 碳足跡可以讓企業辨識產品的減碳效益，藉此可節省成本並強化與供應商之關係，發展出最佳的環

境管理實務 (Birgelen et al., 2009)。據 Carbon Trust 的研究顯示，產品經過碳足跡盤查與驗證後，會帶來

許多附加價值包括：一，因資訊公開促進消費者與客戶的比較與關注，促使企業創造更大的排放減量機

會；再者，創造了產品差異化的空間；最後，加強了企業的品牌與商譽。另一方面，亦可帶來公司環保

以及技術的改變；企業的夥伴關係大洗牌產生大者恆大的競爭優勢。 

 值此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日益嚴峻的狀況下，透過綠色供應鏈管理的手段，由供給面從事產品碳足

跡計算及揭露；另一方面，各國也積極從需求面推動碳標籤的制度，希冀能使全球逐步邁向低碳社會之

路，本計畫以產品碳足跡盤查與驗證為綠色產業的商業行為意圖研究，目的在了解企業對此概念的行為

意圖以加強對環境管理以及驗證制度的認識，以目前地球村的概念推動碳足跡行為模式，在在關係著保

護地球的重要，在台灣的企業，無論是否進出口，均應審慎因應此一趨勢，儘早教育員工並完成組織的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規範，因為國內的綠色消費人口已經不斷的攀升當中，未來低碳及綠色商品在國內的

銷售市場上將有無限的商機，值得廠商重視與投入。 

 目前各家企業，採取的低碳管理行為意圖顯示，對於碳足跡多半有這個意圖，顯示企業對於環境問

題所因應衝擊所採取的調適行為，其調適的方法就是接受政府的低碳政策。然而，低碳行為所指為對目

前新興環境科技的採用以及接受的行為(Gidden, 2009)，亦可稱為企業如何因應國際趨勢採取溫室氣體
1(Greenhouse gas)減量的行為，以達到清潔的生產與清潔的消費，此觀念是一種跨學科(multidisciplinary)

的永續環境改善整合觀念(Helliot, 2011)。 

 有關低碳的概念，如京都議定書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允許工業國

家藉由資助開發中國家發展潔淨能源計畫，作為實現減碳目標的一環。例如 ISO14001 環境管理制度系

列，企業需提早因應此類環境管理制度的理由包括：一、國際法令的要求：例如歐盟各國訂定的法令、

各國法規強制規定的來臨，例如京都議定書附件一對於已開發國家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共同減量(Joint Implementation, JI)、國際排放交易(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IET)

等規定，目前國內環保署也擬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以因應該制度的規範；二、排放交易的投資機會，

未來將與財務報表連結；三、利害關係人的壓力，對於企業信譽、形象以及投資評等，其中以目前碳揭

露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由國際機構投資人所組成團體，目的在推動企業揭露與溫室氣體排

放有關的投資情報(http://www.cdproject.net)，目前 CDP7 報告中台灣有 37 家廠商列入，因國際大廠受到

CDP 揭露要求，將要求供應商揭露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資訊；最後，買方要求揭露溫室氣體排放資

訊以及貿易手段的壁壘，例如 Dell 已建立目標成為綠色科技企業，並期待達到碳中和之境界，並已要求

供應商開始報告與揭露產品溫室氣體排放量，並列入供應商評核項目，Wal-Mart 也於 2007 年發出將要求

供應商測量並報告溫室氣體排放量之訊息。 

                                                 
1 溫室氣體所指為自然與人為產生的氣體成分，可吸收與釋放由地球表面、大氣及雲層所釋放的特定紅外

線光譜波長範圍之輻射。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

碳化物(PFCs)及六氟化硫(SF6)等六種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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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企業感受到此壓力同時，尤其國內自有能源短缺需仰賴國際進口的壓力，也面臨到低碳管理行為

的壓力，究竟低碳行為對企業來說該如何得到共識？如何進行管理者行為模式的推測？包括環境問題及

排放特性基本知識，對資源與環境清查能力結合資訊工具作最佳化整合行為能力，加上民眾、企業與政

府對環保互信的不足，顯示出如何看行為模式已順利推動綠色生產與綠色消費的重要性，達到順天應人

的環境保護行為，若未能重視永續發展的趨勢，若不加速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育，未來可能遭受不易克

服的限制，甚至貿易限制。企業若對低碳管理行為產生一定程度的共識，將對國際貿易環境、產業體質

調整、國際合作聯盟關係有相對應的幫助(Chen, 2007; Haden et al., 2009; Martín et al., 2010)。 

三、社會心理行為--制度理論 

 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y)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心理與組織理論，它認為組織除了處在一個由

物質所組成的物理或有形環境以外，還有一個更重要的環境，就是由認知、觀念、文化、習俗、制度、

社會價值觀等因素所構成的制度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此理論常被引用在企業的綠色管理研究

(Hoffman, 1999; Sharma, 2000; Siegel, 2009)。DiMaggio 與 Powell(1983)、Jennings 與 Zandbergen (1995)

以及 Liu(2010)等人的研究均提到制度會影響企業環境行為的因素包括:強制力量(coercive),規範力量

(normative)以及模倣力量(mimetic)。 

 企業環境中有許多在規範企業的行為，制度就是泛指這些社會秩序及合作要求背後的結構及機制

(DiMaggio & Powell，1983)。因此，對一個企業組織而言，制度所要求的項目，可以來自組織以外的大環

境，也可以來自組織內部本身，形成公司結構與行為產生的模型關係(Jennings & Zandbergen, 1995; Liu et 

al., 2010)。目前許多企業正積極的以環境策略及鼓勵員工減少能資源的浪費，並以適當的環境管理策略對

組織文化以及社會責任回應企業的低碳行為意圖，且必須是內外部環境一起回應體制環境所帶來的環境

衝擊(María et al., 2010)。因此，企業必需成立特別的部門來因應未來的環境問題挑戰，以及開始呼應體制

環境帶給企業的環保規定，例如碳足跡制度、環境宣告制度、各類有害物質排放制度等(Sharma, 2000; 

Bansal & Roth, 2000)。  

 企業建全的環境管理制度必須包括對制度環境的適應、創新制度以及組織文化，且必須將這些制度

因素融入其中以解決企業所面臨的環境問題，另一方面，體制是由管理者所形成的一種規範，例如法規、

國際標準等，因此管理者對環境問題的認知、態度以及主觀規範會影響體制形成進而干擾環境策略的制

定(Martín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0)。 Hoffman (1999)、Sharma (2000)以及 Siegel (2009)等人的研究均提

到，環境管理的問題，制度理論經常被引用，相關的議題包括：利害關係人如何影響組織推動綠化(Elliot, 

2011; Haden et al., 2009)，企業為何走向綠色革命? (Bansal & Roth, 2000; Gardner & Abraham, 2010)管理者

的行為意圖如何適應在環境管理的過程 (Martín et al., 2010)。 

 很多企業在低碳環境管理上存在不少的認知錯誤與現實問題的差距，主要包含：一、在經營理念上

認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利潤，而把環境治理當成政府與社會的責任，因此漠視環境管理的重要；二是

許多企業沒有專門的環境管理部門，沒有規範環境管理的制度，更談不上是否符合國際化的管理體系；

三是企業在生產經營中對自然資源濫採濫用，以致於資源效率遞減；四是資金短缺、技術無法創新等原

因，只對生產末端的汙染物進行有限的治理，導致整體的環境負載過多；最後是大多數的企業僅以遵守

國家法規與環境標準為要求，缺乏創造以及創新環境新績效、樹立環境新典範並承擔全球的環境責任，

以進而企業的環境管理未能成為管理的一環為主要原因(Haden et al., 2009; Liu, et al., 2010)。 

 企業位處開放式系統中，其低碳行為會受到廣泛且多樣的外在力量所影響，例如產品碳足跡盤查的

工作，若其他公司有做，別的公司即將跟進的話，本身公司就很難不趨同於現行的制度壓力，例如 Wal-Mart

的供應鍊管理制度，即將實施全面的產品碳足跡驗證，此制度行為的推動過程，會促使相關供應商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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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制度壓力下，並將其價值觀灌輸給其他相關供應商，而相關供應商在面對碳行為環境要求時，會傾向

於追求合乎政府或社會壓力團體所給予的道德或法規的規範，因而會針對在這個制度所要求的規範，進

行企業環境策略調整(Scott, 1992; Liu et al., 2010; No.12 Haden et al., 2009; n0.1Martín et al., 2010)。 

 制度透過影響資源分配或激勵方式來影響公司的行為，制度不是一開始就會塑造公司的思維方式或

行為，而是透過激勵的機制來影響組織的行為選擇(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Hart, 2000)，因此制度具有

激勵的作用，鼓勵組織採取社會上認可的作法，例如企業採取低碳行為的策略，如產品碳足跡的驗證，

若該公司在該產業上具有領導者的地位，勢必更能夠起帶頭作用，另一方面更能夠與政府相互合作、更

能夠取得相關的資源，如此便會激勵在同產業的相關業者採取低碳策略。 

 在制度環境下，企業的運作並非依照理性的原則，因此會干擾到企業本身的決策，例如低碳管理中

的碳足跡決策，讓企業除技術外，產生許多不是理性的因素需要考慮及因應，例如工作障礙因素、經理

人的行為因素，會使有權力者影響到其意願對低碳管理制度的推動 (Dieleman & de Hoo, 1993; Ashford, 

1993)。因此，就制度觀點看，如果管理者對於環境管理議題有負面的態度，則對執行低碳管理的過程會

顯著的影響以及建立障礙。 

制度理論認為，企業最重要的任務，是去符合制度環境的要求，取得在群體中的正當性，以獲得制度環

境的支持，確保企業生存(Scott & Meyer, 1983)，Martín et al.(2010)提到低碳行為會衝擊到企業的績效以及

消費者對企業的形象認知，因此必須審慎考慮低碳制度對企業的影響。例如國際的環境管理制度

(ISO14001)，是整個環境管理制度最重要國際規範；另外碳足跡的國際規範(PAS2050, ISO14067)這類的

環保國際制度的要求大部分與科學技術有直接相關性，但是企業的環境部門成員必須用很多時間及資源

去回應這項制度壓力，以符合國際上對企業環境管理的制度要求，否則很難生存，且管理者對這類制度

的看法以及產生的行為意圖極為重要(Siegel, 2009)。 

 制度理論可以提供企業如何在環境問題上強調解決問題的一致性，並在環境永續的議題上產生組織

行為的制度變化以及修正員工行為對環境變遷的影響(Elliot, 2011; Porte & Reinhardt, 2007)。另外透過制度

的要求或適應制度變遷，亦可使企業真實的面對環境問題所帶來的挑戰，包括供應鏈關係、績效提升、

創新技術的開發(Martín et al., 2010; Flannery & May, 2000)。 

 制度壓力會對企業產生組織行為的改變，並影響適應環境變遷所帶來的行為意圖，Liu et al.(2010)

的研究提到制度理論分為外部壓力與內部壓力會影響企業採取低碳環境管理的意圖。外部壓力藉由

DiMaggio and Powell(1983)與 Hoffman (2001) 所提出的三個壓力包括模仿(mimetic)、強制(coercive)以及規

範(normative)而形程；內部壓力則是企業本身的環境策略導向與學習能力影響企業積極的環境實務導向。

本研究以外部壓力為研究的探討，根據制度理論觀點認為，模仿是組織相同化的一個重要過程，企業想

要從產業環境中得到認同、支援以及正當性，必須將這些國際環保規則以及管理程序納入公司的正式策

略中，因此公司的實務以及營運過程會受到趨向理性以及趨向制度化所驅動(Scott & Meyer, 1987)。 

 綜上所述，如果企業在產業的制度化實務以及營運過程必須被納入到正式結構中，則會被視為合法

或正當的成員，大家會加以合作，例如：企業低碳行為是否會改變企業原本的夥伴關係，這表示企業對

低碳行為所做的改善行為，應該符合整體產業的碳排放規範，而非刻意選擇已作出改進的部份。亦言之，

公司所做的低碳主張，應該以具體且可衡量的行動來佐證，例如Nike強調2020年，生產範圍內要達到減

碳零浪費、零毒性與完全回收；可口可樂公司強調水資源的完全利用，另外很多企業也與非政府組織進

行合作，Unilever與Lipton茶葉與雨林聯盟(Rainforest Alliance)合作，IKEA與巴西非政府組織合作進行亞

馬遜雨林的砍伐管制；Wal-Mart即將在2015年針對低碳產品進行管理等，另外氣候變遷網路(Climate 

Change Network)由365個不同國家或地區NGO所組成的團體，包括綠色和平(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世界野生動物基金會(World Wildlife Fund)，以機構的方式制衡各國對2007年峇里島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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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同意的目標進行監督機制，顯示非政府組織不僅是壓力團體，也在協調科技與環境的問題，並讓人民

了解這些科學資訊的重要，這些觀點顯示一家公司如何在所處的產業環境中參與其中的環境規範，如何

回應目前環境管理規範的重要性，以及處理資訊的能力，皆是公司情境如何影響其行為意圖的重要觀點。

上述反應出制度理論可以在公司的縱觀條件上強調如何藉由社會壓力影響組織的決定(Liu et al., 2010)。 

 因此，本計劃針對制度理論提出幾個研究命題包括：以目前的企業低碳行為的制度，如何呼應環境

與利益的問題，提高組織生存能力？也就是說企業於利益的基礎上，會有意識的選擇僅讓某項產品進行

碳足跡的盤查與驗證，但是否如企業原本預期的，產品經過碳足跡驗證後就可以為企業提升產品的形象

或聲譽，本研究將以模仿、強制與規範等三個制度壓力對企業進行低碳行為的研究。 

 四、社會心理行為--潮流效應 

 潮流效應(bandwagon effect)是在綠色產業中計劃採取環保新科技的行為數量越多，便會形成一股潮

流，組織往往會跟隨潮流而採行不確定性較高的行動(Abrahamson,1991;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許多研究證實潮流效應的存在(Henisz and Delios, 2001; Gowrisankaran and Stavins, 2004; Gimeno, et 

al., 2005)，也有許多研究發現企業會因為計劃行為的產生而有採行新科技之潮流現象(Haugh, 2003; Neil, 

1997; Weil, 2000; Gowrisankaran and Stavins, 2004; Au and Kauffman, 2001)，但未有研究提到與綠色企業的

商業行為意圖有何關係？ 

企業在決定是否要採取某種環境問題的創新行動時，經常會受到周遭其他相同產業或機構是否也採

行此環保創新行動的影響(Mansfield, 1961)，因而形成一種群體採取相似行動的現象，即所謂「潮流效應」；

潮流效應出現在各種產業中，且次數平凡，如醫療產業之精密儀器投資、銀行業自動化系統等

(Gowrisankaran and Stavins, 2004)。以致於現今的環保規範制度之潮流，包括 ISO14001 系列規範、企業社

會責任規範(ISO 26000)等。潮流效應可視為一種創新擴散行為，主要有兩種觀點來解釋：一、理性效率

理論(rational efficiency theories)；二、潮流理論(bandwagon theory)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1993)。本

計畫強調的是潮流理論(bandwagon theory)，在於假設企業創新行動是基於其他企業也採取此創新行為之

故，而非技術或績效考量(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 

根據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1993）的研究提到，未採取理性效率理論觀點在於兩項限制。一、

資訊傳遞問題：因創新者與未創新者間，其資訊無法完全有效傳遞訊息，造成過程失誤使得未創新者想

學而學錯，究其主要原因有包括：缺乏完整創新結果資訊；缺乏傳遞訊息之管道；創新者為了維持自己

的利基，不願提供資訊；資訊模糊。二、對理性效率的觀點偏誤：此乃因創新過程的不確定性高，創新

者很難在創新前就能獲知創新結果，因此沒有辦法從理性觀點解釋效率，或創新擴散行為。因此，部分

學者主張在企業不明瞭創新活動可以帶來哪些確定的效率或報酬下，創新擴散也有可能發生，因此認為

可以運用潮流理論觀點探討，補足理性觀點所帶來的失誤並可納入企業的綠色商業模式決策中(Tolbert 

and Zucker, 1983; Fligstein, 1985; O’Neil, 1998)。 

 從潮流理論觀點看企業的創新擴散行為，可看出大多以理性效率論來解釋企業創新擴散現象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0; 1993; Abrahamson and Fairchild, 1999; Abrahamson, 1991;1996)，主要在

企業面對環境壓力的挑戰，若早期採取環境規範(ISO14001)進行管理的組織數量越多，會創造出一種環境

壓力的問題，也就是你們有我也要有的氛圍，因此後來跟上的企業想採取國際環保規範管制公司的環保

問題時，並非因為技術或績效的關連而採取該制度，而是因為這類的壓力所造成，因此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將此壓力稱為：潮流壓力(bandwagon pressure)，另外，當企業將此壓力付諸行動時，稱

為潮流行為 (bandwagon behavior)。 

 潮流壓力，依據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的研究顯示，有兩種壓力：一、為體制潮流壓力

(institutional bandwagon pressure)，為企業喪失正當性之威脅所產生的壓力(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Staw and Epstein, 2000)；第二、為競爭潮流壓力(competitive bandwagon pressure)，為企業害怕喪失競爭優

勢之威脅，所產生的壓力(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0)。這類的壓力如同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10 
 

針對制度理論的研究中亦提過此概念，因此為本研究將制度理論與潮流效應一同設定為影響計劃行為的

前置變數主要缺口理論。 

制度潮流壓力(institutional bandwagon pressure)衍生自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的制度理論，其理

論意涵在表示，當某種創新已被許多企業所採用時，此創新會被視為正當的(legitimate)、正規的(normal)

行為，所以當其他企業未採用此創新項目時，將被其他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視為不正當的行為，則

企業會害怕因不採用這項創新活動，而喪失在產業中的正當性及失去利害關係人的資源與支持，因而產

生制度朝流壓力(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Staw and Epstein, 2000)，此種壓力會使得企業傾向於跟進這

種創新活動或行為，並提高企業對外的商譽及外界公認之品質，並希望獲得營運策略的正當性

（Abrahamson, 1991; Burns and Wholey, 1993; Greve,1995; Malvey et.al.,2000; Rao,et.al.,2001; Westphal and 

Zajac, 2001）。簡言之，隨著採用企業所公認的創新活動數目增加，未採用者在害怕喪失正當性及利害關

係人的支持的壓力下，會促使這類企業跟隨潮流而採行創新活動。 

 競爭潮流壓力(competitive bandwagon pressure)，是由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0)根據制度潮流

壓力的問題，提出改進的論述，他們的研究從企業組織行為上看此壓力，認為企業跟隨潮流的行為也可

能因怕跟不上其他企業的創新作法而喪失在產業內的競爭優勢；因此競爭潮流壓力是假設：早期創新者

是因發現這類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在技術開發上的效率或組織績效而採用這類的創新活動；當採用的企

業家數增加時，其他未採用企業會知覺到如果這類的創新活動可以成功，將會使整個產業的績效平均水

平提昇，因此，這些未採用者將害怕他們在同產業間的地位以及組織績效水準低於群體績效，因此產生

一種恐懼的心態。因此，當企業管理者感受到這種壓力時便會產生競爭潮流壓力，進而跟隨潮流採取這

類的創新活動，以避免地位不保。 

綜上所述，此兩類的潮流壓力雖形成之原因有差異，但皆會影響企業的決策過程以及策略制定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在本研究中，所謂的創新活動，指的是「產品碳足跡」活動，目前許

多企業為了要符合產品碳足跡國際標準(ISO 14067)，以及與國際供應商接軌，必須將其所屬產品申請碳

足跡國際認證，以符合國際環保規範的潮流趨勢，方能與國際廠商競爭，這類無論是制度朝流壓力或是

競爭潮流壓力，都是目前台灣企業所擔憂的創新活動。 

 依照目前的國際規範，由於產品在申請碳足跡與盤查過程會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 Denis, et al., 

2002)，需要盤查產品製造的五大過程(原料、生產、配銷、使用、棄置)之二氧化碳消耗盤查，過程非常

繁瑣，會讓企業產生抗拒的心理壓力(競爭潮流壓力)，而採取觀望態度，因此企業是否採取產品碳足跡盤

查的意圖可能隨社會大眾的期待(競爭潮流壓力)以及產業潮流的出現(制度潮流壓力)而有提高或減少意

圖。另外，企業本身的經驗與資源及所處的競爭環境為策略行動的重要情境因素，也影響到企業面對潮

流壓力時的警覺度及詮釋性，進而調節潮流壓力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採用及行為意圖的影響(Lo’s Chen, 

1996)。 

 就企業本身的經驗而言，過去若有參與相關的環境管理活動，其成功經驗愈多，則會對新的環保規

範更有信心(Sitkin, 1992)，因此當新環保規範制度產生時，會積極的跟隨潮流提出符合國際規範的產品，

Giddens (2009) 提到全球暖化議題的潮流效應都是值得企業低碳管理行為要留意，但要避免將這種環境行

為變成一種手段去操作，這樣會對整個世界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公司的基本運作模式。也就是

說，不僅給企業壓力，也要看國內企業有沒有辦法承受這類的制度潮流壓力，不能僅要求一定要做，要

看它們有沒有能力進行。 

 科技在促進企業低碳行為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科技的創新者通常未能察覺人們是如何回應這種

創新方法，例如電話的發明到真正廣為使用，沒有人會料到這種技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不可或缺的媒介

(Giddens, 2009)。因此，一開始的低碳創新科技，僅能獲得少數人青睞，若能成功引起大眾注意，或企業

適其所必然之採取行為，將從根本上獲得企業的重視。例如未來概念的汽車，一開始由少數社會頂層消

費者知道，慢慢的當大家都知道後，便成功的將汽車低碳的產品輸入市場中，這些都是潮流壓力的驅使

結果。又如經由環境管理系統可以讓社會網路關係呈現在保護環境的觀念，教育公司員工對環境的愛護，

改善公司的環境績效進而減少能資源耗費，最後支持公司的永續發展策略(Melvill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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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ot (2011) 提到企業透過知覺、激勵、導入、績效評估以及報告目前環境衝擊的狀況回應企業如

何處理環境的問題。以潮流觀點看,當企業知覺環境迫害，並可以從中找到商機或改變公司的環保策略以

及永續的創業精神，另一方面，學習其他公司的經驗以及改善方法，例如將低碳技術導入生產過程，並

將利害關係人之間的權力關係藉此強調綠色供應鏈的觀念並創造創新的績效，此為潮流效應所帶來的反

應 (Hart, 1997; Bansal & Roth, 2000; Cohen & Winn, 2007; Elliot, 2011). Reid & Toffel (2009)的研究也提

到，藉由潮流學習的過程，企業可以學習低碳行為以及如何與政府、產業合作，共同為減少溫室效應以

及揭露探排放資訊減低公司本身未來的危機感，以及製造機會。 

 Rosenkopf (1993)提到只要創新技術開始實施，無論是科技本身或所影響的領域，就會出現潮流壓

力。如同一台超級汽車(hypercar)由Lovins et al.(1999)提出的概念，可以減少八成以上的燃料消耗，且零件

的重量比一般車還輕，動力採用氫燃料電池的混合裝置，他們的研究認為這將會改變汽車產業的轉變，

另外也取代鋼鐵產業，減少等比例的碳排放量，也可將多餘的電力回饋給電網，這樣的例子呼應了科技

會影響本身以及其他領域產業的發展，但也帶來壓力及不確定性，這些可能包括利害關係人的權利問題。

此亦表示，當創新足以影響整個系統時，整個體系會接受改變，例如微軟的系統對辦公室工作的衝擊，

最後，當社會與經濟生活等幾乎感受到這樣的效果變動後，這種改變就會向潮流一樣被接納，又如網際

網路對人類的影響。 

 生態技術所帶來的利益可以來自於社會的利益，企業此取低碳行為可以為本身的產品或服務增加消

費者的消費意願，當產品變為綠色產品的標籤時，消費者會將該產品置入於心中，產生該產品的環境商

譽(Birgelen et al., 2009)，而且也會影響其他利害關係人群體間的潮流效應(Mansfield, 1961; Thogersen, 

2005)。 

 綜上所述，本研究想了解企業的管理者，對目前低碳行為的意圖，其意圖形成是否因其他同樣的利

害關係人壓力所生，進而會影響他們對低碳行為產生跟隨潮流的意願，形成一種潮流壓力。 

 五、社會心理行為--計畫行為理論 

 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指企業低碳的商業模式行為意圖的展現並非完全自

主行為，也就是說 TPB 在行為主體(管理者)的低碳行為無法完全自主時，即使行為主體(管理者)對該行為

(低碳行為)有很好的態度和主觀規範，會因為周圍環境條件的影響，企業也未必會有實際的低碳行為意圖

產生。企業管理者本身的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控制行為在潮流效應與制度理論的影響下，是否影響

低碳行為意圖，是否會表現出特定行為的行為意向，值得探討。 

 Ajzen (1991, 2010, 2011)的研究提到 TPB 理論適合預測與解釋人類行為的變化，且是很好的心理行

為研究模型，特別在社會心理領域中，主要探討人類行為意圖產生前，受到態度(attitude)、主觀規範(subject 

norms)、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影響，透過此理論可以了解企業管理者對企業低碳管理

行為意圖。目前顯見於各領域範圍的行為研究，包括教育、醫學、休閒、綠色商品等。在企業的環境管

理中，TPB主要貢獻在了解意圖與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間的決策過程，是否有受到影響(Zhang 

et al., 2011; Liao et al., 2007; Griffin et al, 1999; Lee, 2009; Martín et al., 2010)。 

 TPB主要衍生自 Fishbein 與 Ajzen （1975）提出的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為基礎，早期的TRA認為管理者的實際行為是受其行為意向所影響，而行為意圖又會受個人的行為態度

與主觀規範影響。後來，Ajzen(1985)提出TPB理論，並加入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認

為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三因素會影響個人行為意圖(intention)，進而影響行為(behavior)，如

圖2所示。 



12 
 

 

圖2  計畫行為理論的構面關係 

 企業的環境行為不只會影響公司治理，且影響到利害關係人，例如投資者、居民、產業以及員工 (Liu 

et al., 2010)，因此TPB強調在環境行為產生的過程，管理者對該意圖產生前，所衍生的行動以及受影響的

規範因素(Martín et al., 2010)。由於環境問題的複雜性、不確定性太多，Fazio & Petty (2007)的研究提到，

TPB理論很適合運用在解決企業的環境問題上，但針對環境管理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有許多行為方面的

探討。María (2010)等人與Chen (2007)的研究也顯示管理者應該多注重環境管理方面的議題，但有時後會

因為不知如何進行環境問題對公司影響的決策，而錯失商機或降低環境衝擊。 

 本計畫將以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三因素，研究企業管理者的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

行為意圖，以目前碳足跡標章制度為研究對象，假設企業的管理者對低碳管理行為的影響因素是因為透

過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控制行為及其他相對全重信念影響行為(Chen, 2007; María et al., 2010; Liao et 

al., 2010)。 

參、研究假設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綜上所述之文獻探討，本計畫建立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再經由問卷設計和抽樣調查與分析以驗證

研究假設。研究中以社會心理行為之制度理論與潮流效應為自變數，探討其是否影響綠色商業行為模式

的決策，並探討各變數間的關係方向及影響程度。本計畫的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本計畫架構圖 

二、問卷設計 

 本計畫根據上述所提理論及相關文獻依據設計問卷，以國內外學者專家的問卷為主要基礎，加以修

正為本計畫的問項。問卷包含五部分，第一部分為企業低碳管理的看法、第二部分是以碳足跡作為商業

模式的看法、第三部分是有關低碳商業模式的計畫行為、第四部份是有關採取綠色商業模式的意圖，以

上之問項皆採用李克特五點亮表，分數越高表示越趨同意。第五部分則為個人基本資料，採用名目尺度

態度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 

控制 

意圖 行為 

行為信念 

規範信念 

控制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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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衡量。本計畫以台灣地區具有綠色產業經驗的工作者為問卷調查對象並進行實證分析，為判別受訪者

是否具有綠色產業的工作經驗，在回答問卷前會先詢問填答者對於綠色產業的概念是否符合本計畫之要

求。 

三、問卷前測 

為使計畫問卷有效進行，本計畫在進行正式問卷施測前，先以預試和前測兩個階段進行問卷修飾。以便

將題意不明之題項進行修正與刪除工作。實施問卷預試時間為 101 年 11 月間，並徵詢 30 位專業人員協

助測試。 

經預試後再以便利抽樣方式選取 50 位受訪者作為前測樣本，並對其填答資料進行信效度分析，分析結果

顯示各衡量構面之 Cronbach α介於 0.87-0.95 間，符合大於或等於 0.7 之標準，亦表示各構面之信度良好

(Nunnally, 1978)。另由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構面之特徵值均大於 1，且累積的解釋變異程度皆大於 0.6，

各變項之 factor loading 皆大於 0.65，表示各構面具收斂效度，因而據以進行正式問卷施測作業。 

 

四、各構面之相互關係 

 (一)制度認知與計畫心理 

Liu et al.(2010)針對企業環境管理於中國的研究顯示，制度認知可分為外部壓力與內部壓力是會影響著採

行環境管理的意圖。所稱的外部壓力藉由 DiMaggio and Powell(1983)與 Hoffman (2001) 所提出的三個壓

力包括模仿(mimetic)、強制(coercive)以及規範(normative)，另一方面，內部壓力包括環境策略導向

(emvironmental strategy orientation)與學習能力(learning capacity)影響企業積極的環境實務導向。 

Giddens(2009)提到，要人們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通常等於改變生活方式，但其他品味與自我表現方式不會

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而出現，一般對低碳制度認知，認為企業轉向低碳經濟將產生新的工作機會，這些機

會的產生不僅來自能源產業的變遷，也有來自生活方式或品味的發展，例如生質燃料的發展，全世界有

將近兩百萬人直接受僱於這個產業，絕大多數負責重質或收成用來生產生質燃料的植物。 

 Wernerfelt(1984)與 Barney(1991)提到企業的創新是組織追求卓越及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相同

的企業從事環境管理創新活動，往往難以預先評估環境行動的結果，因其具有相當的不確定性，因此在

不確定的環境下，社會影響力(如其他組織的行動、政府部門的政策與規範)為影響企業的環境策略行為的

重要因素( Elliot, 2010; Liu et al., 2010; Burns and Wholey, 1993; Tolbert and Zucker, 1983)。制度壓力揭露行

為會對新環保規範(如產品碳足跡盤查)表現出支援與渴望(Applegate, 1995), 也因此會產生一股約制同形

的壓力，使低碳行為產生同形。對於約制同形的產生， DiMaggio and Powell(1983) 指出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 、強制同形(coercive isomorphism) 、及規範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 )等三種同形化的力

量為體制壓力形成的基礎，這三種同形化的力量雖然肇始因素不同，但皆會促使組織間的文化、行為與

績效越來越相似(Hoffman, 2001; no.11 Liu et al., 2010)而且會趨向採取意圖行為產生。 

(1)模仿(mimetic)  

模倣指的是公司模仿同領域中成功企業的行為與作法，主要因環境的不確定性，使得各家公司不知道如

何進行碳足跡等查驗工作所造成，因此透過模倣以減少不確定的產生。企業組織間透過不同型態的網絡

關係連結可以促進企業間環境知識的分享，因此許多企業透過與聯盟間的共同成員、相同產品的企業群

體、及相同領域的專業人員甚至總經理兼的正式及非正式溝通機會，或各種研討會、技術發表會等活動，

分享環境管理實務之相關成功或失敗經驗，並有著相似的文化、規範及價值觀，因此組織間的行為越來

越相似（參考要改下面的 cite Westphal et. al., 1997; Young,et. al., 2001；Guler, et.al, 2002）。 

因此不確定性誘導公司的模仿行為，因碳足跡的行為對公司來說，尚屬發展初期，因組織目標常常不是

很清楚，為何要進行產品碳足跡？為何要配合政府的政策？為何要配合供應鍊的管理等，因此 DiMaggio 

and Powell(1983)便提到兩種模仿的機制：一是競爭性模仿，指的是一個領域中的組織模仿自己的競爭對

手，是處在競爭的環境下產生的模仿行為，例如目前公司為爭取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當一項產品取得

碳足跡驗證後，便積極的再市場上進行行銷策略，強調綠色產品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第二是制度模仿，

指的是一種制度對社會上是好的情況下，某些公司對碳足跡的制度認為是好的情況下，便會採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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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呼應社會的期待。因此當與已經成功得到環境認證的企業有特定網絡連結關係之其他公司採行特定環

境管理創新的組織數目越多時，代表者採行此項環境管理創新具有行為上的正當性，對無進行環境認證

的企業造成的模仿學習效應越大，因此企業採行此項創新的機率越高。 

根據上述的推論，本研究推論與有環境認證的企業有特定網絡連結關係之其他企業進行環境管理交流時

當數目越多，則企業有意進行碳行為的機率越高。但也會形成 Olson (1965) in the book of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 and Giddens(2009)所提到的「搭便車」(free ride)

效應問題，也就是集體結果取決於個別行動者所作的決定，指出集體行動的結果通常是公眾利益，如果

一個人不用付出，而別人把集體行為付諸實現的話，它也可以享用同樣的利益。例如：產品碳足跡的集

體行動可以減緩地球暖化並為產品提出溫室氣體減量的保證，當然沒有申請盤查的公司產品或許也可以

得到這樣的成果，但如果沒有激勵產業認識碳足跡的內涵，勢必僅處於對這個行為的普遍認知。 

 

(2)規範的力量(normative)   

第三種體制同形的來源是規範同形化。規範同形的力量主要來自於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的結果。專業化與正式訓練促使專業領域知識及社會規範的分享 (Meyer and 

Rowan ,1977)，如專業協會會員或職業團體成員因分享相似的認知及知識產生規範性的壓力，因此創造出

組織間越來越相似的體制環境，組織會員間將表現出相似的策略行為。台灣產業之環境專業品質活動與

評鑑制度主要由環保署加以規範，環保署為提高整體環境品質水準亦積極舉辦環境管理有關的獎勵計劃

與競賽活動、及環境品質相關議題之研討會或訓練課程。在參與環保署所舉辦的訓練課程與競賽活動過

程中，企業的環境行為將受到專業組織之價值與專業規範的影響，而採行相類似的行動。基於以上的討

論，本研究推論企業受到環保署肯定越多，參予低碳行為的意願就越高。例如新環境典範「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便是從規範的壓力下，了解到人是整個自然的一部份，地球資源不是無限的，

企業必須認識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的重要性，對科技的發展要採取有條件的接受、強調永續的觀念，此類

規範包括對自然平衡、限制成長和以生態為中心採取對企業經營的重大影響，讓企業知道在有限的資源

下，必須改採環境永續的原則(Hart, 1995)。 

另一方面，wal-mart將於2015年實施供應商的產品應進行產品的環境宣告(EPD)措施，如此的社會規範猶

如一種共享觀念、共享的思維，可以看出一個制度(產品的碳足跡規範)可以如此的有效約束廠商的行為，

其力量之強大讓所有與wal-mart供應鏈有關的公司紛紛在近期內將產品的碳足跡進行宣告，以符合

wal-mart的要求。 

(3) 強制的力量(coercive)   

除了不確定性引發的模仿同形化，體制同形亦可能被強制的力量-如政治力量所驅策。強制同形(coercive 

isomorphism)的力量是來自組織所依賴之其他組織所施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壓力，或者來自於組織所隸屬

的社會群體的文化價值的壓力(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台灣早期推動環保法規亦是一種強制的力量

或是管末處理(end-of-pip)的方式，強調製造與投入間的技術使用必需符合法令規定，當企業抱怨如此嚴

格的規定限制他們以技術或管理創新回應環境議題時，政府才意識到行政法規的強制力會迫使企業頭痛

醫頭，無法綜觀環境的最原始問題，因而後來採取以市場為導向的環保強制力量，如ISO14000國際規範

誘導企業投入更多的技術或管理創新解決環保問題。 

推行企業碳排放管制計劃是政府解決全球暖化執行策略之一，而公共部門的組織，由於資源取得依賴並

受限於政府部門，更需依尋與接受政府政策之要求，肩負起推動減碳救地球之責任，Delmas(2002)的研究

也顯示政府扮演企業執行環境管理重要的角色。根據以上討論，本研究推論相較於私人機構，公立機構

參與低碳行為的活動機會越高。由於在強制力量方面，政府對於組織經營策略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

(DiMaggio and Powell,1983; Guler,et.al.,2002)，尤其是對隸屬政府部門的公立組織行為的影響更為明顯

(Palmer,et.Al.,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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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欲了解政府的環保認證機制對企業產生的影響程度，也就是說目前碳足跡的政策尚屬激勵策

略，若未來整個產業碳管理的策略立法通過後，勢必對未採行者造成制度上的強迫性影響，如果不接受

便無法生存，如果接受便會有許多的便利與利益。 

基於上述的討論，DiMaggio and Powell(1983) and Liu, et al.(2010)的三種機制促進了組織之間的趨同性，

也就是說，當組織之間的關係越來越緊密時，尤其資源集中在某個組織時，不同組織都必須與這家組織

打交道，也就是說組織透過這三個機制，產生一種觀念上的改變，針對碳行為的策略來說，若採取產品

碳足跡盤查與驗證，組織間便會相互學習、模仿與規範，產生出結構越相近的組織，大家都有產品碳足

跡的認證，因此這些組織便會互相交流資源或進行知識的分享(knowledge sharing)。 

本研究針對制度理論提出幾個研究命題，深入探討，命題包括，依據以目前的企業碳行為這類的機制強

調的是利益問題，提高組織生存能力的問題，也就是說利益的基礎上，公司有意識的選擇產品碳足跡的

盤查與驗證，但是否如組織預期的可以提升產品的形象或公司的聲譽，本研究將檢視模仿、強制與規範

等體制力量對企業進行碳行為的創新採行的影響，以及管理創新的效能進一步做討論。 

 

(二)、潮流效應與計畫心理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研究提出決定潮流效應的關鍵因素為決策情境模糊性(ambiguity)程

度，換言之，模糊性(ambiguity)是影響潮流壓力強度之主要因素；當企業無法清楚評估創新的效率或報酬

時，便會產生模糊性因素，包括目標、因果、環境的三種模糊性問題。企業在對制度或規範模糊情況下，

會促使企業無法以創新所產生的效率結果來評估這項創新活動是否該採用？企業會因此更注重及依賴社

會性因素，例如利害關係人對本公司的態度、管理者對其他公司的心態，來做為決策的基礎，此時，社

會性因素會對企業決策比經濟因素對企業的決策影響更多(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Abrahamson and 

Rosenkopf ,1993; Haunschild and Anne, 1997; Rosenkopf and Abrahamson, 1999; Henisz and Delios, 2001)，因

此，若目標、因果、環境的三種模糊性問題越多，潮流壓力對企業的組織行為的影響則越大，此為本研

究的假設依據。 

本計畫認為必需綜合過去研究的不同觀點，運用在企業之潮流行為研究，因 Oliver(1991)指出，有些

企業較不會受到體制朝流壓力的影響，發現有些公司並不會刻意的或有目的的跟隨其他公司採用當下流

行的創新活動並有低的潮流壓力，另外 Malvey et.al.(2000)的研究顯示，醫學中心本身屬於醫學領域的創

新活動開法者，因此跟隨潮流的壓力也較低，到是會採取先行者的態度；Rao,et.al.(2001)發現公司若過度

期望群體行為產生的績效，會導致事後的失望，而退出產業群體行動；Greve(1995)發現若公司找到其他

同樣性質的公司，他們也不跟隨創新潮流走，反而會跟這些組織進行聯盟且密切接觸，由此可看出潮流

的壓力低的現象，Mitchell(1989)的研究也發現這樣的情形，有些公司確實不會害怕時下流行元素，甚至

會背道而馳的採取新商業模式，進入新領域發展。 

以上這些研究的發現，意味著組織環境中可能存在某些情境因素，會改變潮流壓力對組織策略行動

的影響力。基於此，本研究認為必需綜合不同的觀點再檢視組織的潮流行為：Abrahamson（1991）與 Fiol 

and O’Connor(2003)對於影響潮流行為因素的論述、及 Deephouse(1999)對於組織該追求差異或相似的論

述，對於尋找影響潮流效應與新科技進入關係強度的關鍵因素，提供不同方向的思考途徑。以下三段分

別討論這三篇文獻對於影響潮流行為的觀點。 

Abrahamson（1991）從理性效率、社會政治、流行、及競爭的觀點，主張組織跟隨周遭組織群體行

為之傾向較低的主要決定因素有四類：第一、在於組織已瞭解到群體所流行的方案或行動是缺乏效率的；

第二、當盛行的方案與組織本身利益相違背時，組織本身擁有足夠的權力及力量以抗衡體制的壓力；第

三、所屬的社會網絡圈內又有新方案推出，而使過去盛行的方案過時；第四、由於某項創新在競爭者間

的模仿，導致採行此項創新的組織喪失獨特的優勢，因此使得組織不再跟隨潮流。 

Fiol and O’Connor(2003)等學者，則從決策者的特性來解釋跟隨潮流行為傾向較低的成因，他們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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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的注意力是決定及影響組織是否跟隨潮流的主要因素。他們認為組織環境不但具高度模糊性且高

度變化，快速變化的環境與複雜的資訊，導致決策者產生資訊過度負荷的壓力，同時，多樣化的資訊亦

經常導致決策者產生潛在的資訊偏差發生，因此無法就組織的特殊狀況進行策略決策。然而，當決策者

面對環境變化而感受壓力時，若決策者能增加注意力(mindfulness)，則會從事較多的判斷工作，尋求較適

合組織獨特環境的策略行動，因此會降低跟隨潮流的機會。至於什麼情況下，決策者能增加注意力

(mindfulness)呢？Fiol and O’Connor(2003) 文中對注意力(mindfulness)的概念與討論，大多取自於 Weick, 

Sutcliffe and Obstfeld (1999)的觀點，Weick,et.al.(1999)認為有幾種狀況能提高決策者的注意力：一、與決

策者面對即時且複雜的決策環境時，能儘可能簡化及專注在與自己相關的狀況上；二、不斷的學習，透

過開發新知識的實驗學習及對現有知識的再利用，以累積經驗做為跟隨潮流與否的價值判斷基礎；三、

全神貫注在過去失敗的經驗等；與 Weick,et.al.(1999)不同，Fiol and O’Connor(2003)主張全神貫注在過去

的失敗經驗或成功經驗皆有助於提高決策者的注意力。 

而 Deephouse(1999)主張組織會在策略相似或策略差異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由於策略選擇的本質具

有不確定性，在此種不確定的情況下，模仿行為可能會發生，尤其成功的策略；管理者會產生一種成功

策略的認知共識－又稱為產業操作準則(industry recipes)，在組織同形化的過程中，產業操作準則漸漸被

正當化；因此當組織的的策略符合認知共識或產業操作準則，則組織的策略將被視為具有正當性。然而，

當競爭者有相似的策略時，則會瓜分有限的資源，這將會限制組織的績效，並提高組織失敗的機率；因

此，競爭廠商在使用或執行這些策略時會導致一些差異，較核心的組織會跟隨產業操作準則，而中等的

組織則會與產業準則有一些差異。換言之，組織間的競爭，將降低組織間採取相似行動的機會。然而，

競爭狀況對組織行動的影響，則視組織的地位而定。 

綜合上述 Abrahamson（1991）、Fiol and O’Connor(2003)、與 Deephouse(1999)幾位學者所提出的觀

點，可以歸納出潮流效應對組織行為的影響力，主要決定於兩項因素：第一、組織決策者是否意識到跟

隨潮流的價值、或是否有能力評估跟隨潮流的價值；第二、組織決策者認知到跟隨潮流，所帶來的競爭

效應，對維持組織競爭優勢的不利情況。 

第一項因素與組織過去的學習經驗有關，在實證研究上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如 Burns and Wholey（1993）

研究發現組織本身的需求或過去經驗，會使組織跟隨其他組織之行動的機率降低。Westphal and Zajac

（2001）發現組織的統治結構及組織學習會影響外部體制壓力對組織策略的影響。Henisz and Delios (2001)

的研究發現組織的過去經驗會降低對其他組織的模仿行為。Henderson and Cool（2003 a,b）的研究亦發現

組織過去及外部學習的經驗有助於降低潮流壓力對投資決策的影響。雖然，這些群體行為相關的研究的

對象及方法不相同，部分研究並沒有直接測量組織學習經驗，但皆點出組織擁有的知識、經驗與能力是

改變潮流效應與組織行為間關係的重要因素(Abrahamson,1991; Greve,1995; Malvey et.al.,2000; Rao, et.al., 

2001; Westphal and Zajac, 2001; Henisz and Delios, 2001; Henderson and Cool, 2003 )，組織本身的知識與經

驗會影響其對外界環境的反應(Levinthal and March, 1993)，具有經驗的組織有足夠的知識較能以技術面考

量行動決策，一方面可提高組織決策品質，另一方面亦增加組織對抗體制壓力的力量，不至於高度依賴

社會面因素(Chang, 1996)，因此，不同的組織學習經驗會對潮流壓力產生不同的反應。 

 

肆、資料分析方法 

本計畫採用 spss 18.0 與 AMOS 18.0 為資料分析工具，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對於個別變數，採敘述性統計的方法，說明各個變數之平均數、變異數。 

 二、效度分析 

針對心理學家提出的三種效度型態，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效標效度(criterion validity)及建構效度

(construct validity)，針對建構效度進行量測工具偵測並量得理論上的建構或特質程度。因此，若建構量測

工具的理論基礎或是來源是健全的，此量測工具的建構效度必然可以接受。 

就本計畫之問卷而言，包括：知識管理、經營策略與創新績效等三個構面，在內容效度方面，本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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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以著名學者的相關理論為基礎並歸納文獻資料，另外也參考先前學者及研究者的問卷設計。因此，

問卷雖然無經過預試，仍具有良好的效度。 

 三、因素分析與信度 

本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變異數(varimax)旋轉法旋轉轉軸，以

萃取主要構面之因素。而共同因素的數目則以Kaiser(1996)之標準，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

至於因素負荷量方面， 則要求旋轉後之因素負荷量之絕對值須大於0.6，且與其他因素負荷量之差異須大

於0.3。以Cronbach's α係數及分項對總項的相關係數(item to total correlation)來檢定各項因素衡量變數的內

部一致性及其信度。若α值高於0.7者具有高信度， 小於0.3 者為低信度。至於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也以

大於0.6 為佳，小於0.3者為低信度。最後再依各構面因素所包含之變項，為各因素命名。 

 

 四、變異數分析 

為了解不同環境管理在企業特性在各構面因素之差異性，本研究採用一般線性模式(general linear model)

來進行變異數分析，以探討各群組在主要構面之差異性。 

 

 五、迴歸分析 

 為探討本研究各構面間之互動關係採用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與複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來探討因素間的線性關係。 

 

伍、統計分析結果與討論 

 一、敘述性統計資料 

  本計畫受訪者如表1所示呈現下列結果，以男、女趨平均分布，分別有48.8%與51.2%，受訪者年齡

在26-35歲近半數，有88人(41.7%)，其次是36-45歲，有57人(27%)；受訪者的學歷多以大學學歷居多，另

一方面，具使用綠色產品經驗者以1-2年的使用經驗居多數(29.3%)。 

表 1 本計畫敘述統計資料 

類別 變項 
樣本數 
(n=211) 

百分比 
(%) 

類別 變項 
樣本數 
(n=211) 

百分比 
(%) 

性別 
男 103  48.8 

學歷背景 

高中職 46 21.8 
女 108 51.2 專科 79 37.4 

年齡 

25 歲以下 34 16.1 大學 80 37.9 
26-35 歲 88 41.7 研究所 6 2.9 
36-45 歲 57 27.0 

使用綠色

產品年資 

1 年以下 107 50.7 
46-55 歲 28 13.3 1-2 年 64 29.3 
超過 56 歲 4 1.9 2-3 年 23 11.6 

職稱 
管理人員 87 41.2 3-4 年 10 1.5 
一般職員 94 44.5 

4 年以上 7 3.5 
其他 30 14.2 

 二、信度、效度分析 

 本計畫針對綠色產業的從業人員，於其使用綠色產品經驗意圖中進行分析，依據樣本資料進行驗證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以驗證其信度架構，另以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及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評鑑測量構面(Hair. Et al., 2006)，構面各變數的CR值均

為0.7以上(表2)，因此表示本計畫的構面設計變項良好。萃取變異數方面，建議標準值是大於0.5 (Hair, et al., 

2006)，由表2可知各變數的AVE均大於0.5，由此表示本研究的收斂效度是符合標準值。 

 

表 2 模式中潛在變項之信度與效度 

 衡量項目數 組合信度(CR) 萃取變異數(AVE) 
行為意圖 4 0.79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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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 3 0.82 0.78 
主觀規範 3 0.78 0.77 
知覺行為控

制 
2 0.81 0.89 

 

 三、構面配適度分析 

 以最大概似法估計模型中各項路徑的參數，所分析的配適係數如表 3 所示，各指標值包括：自由度

=1.65, GFI=0.81, RMR=0.061, RMSEA=0.065…等，本計畫 GFI=0.81，此值雖未達標準值，但另有學者 

Browne and Cudeck 指出(1993)GFI 及 AGFI 值需大於 0.8 即可表示模式達配適標準，故整體而言，本計畫

的樣本與研究模型契合度佳，且計畫的模式具有良好的配適程度。 

表3 綠色企業人員對於使用綠色產品的意圖整體模式的配適度 
適配指標 分析數據 標準值 

X2 /df 1.65 <3 
GFI 0.81 >0.9 

AGFI 0.83 >0.8 
RMR 0.061 <0.08 

RMSEA 0.065 <0.08 
NFI 0.96 >0.9 

NNFI 0.94 >0.9 
CFI 0.97 >0.9 
RFI 0.97 >0.95 

PNFI 0.68 >0.5 
PGFI 0.66 >0.5 

 四、研究構面與假設結果 

以圖4之模型，利用AMOS檢定本計畫假設之理論依據，發現下列幾個規則： 

(一) 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控制行為與行為意圖之關係 

由圖 可看到，在影響綠色產業的從業人員，於其使用綠色產品經驗意圖中，其回歸係數為

BI=0.33*ATT+0.49*SN+0.51*PBC (*: p<0.05) 

R2之預測解釋力為0.89，表示可解釋變項間所形成的線性回歸模式的契合度，且皆為正向影響。 

(二) 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控制行為與前置信念之關係 

由圖 可看到，在影響綠色產業的從業人員，於其使用綠色產品經驗意圖中，在制度認知與態度的回

歸係數為:ATT=0.79*制度認知，潮流效應與主觀規範的迴歸係數為:SN=0.89*潮流效應，自我效能與

知覺控制行為的迴歸係數為:PBC=0.64*自我效能，PBC=0.37*資源配置。R2之預測解釋力為0.78，表

示可解釋變項間所形成的線性回歸模式的契合度，且皆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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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本計畫以綠色產業的從業人員為調查對象，探查使用綠色產品經驗意圖，並於其中找尋可行的

低碳管理決策模式與商業模式，過程中發現一項可行的商業模式需自可行性分析探討起，並在制度

認知、潮流效應、自我效能與資源配置程度上，考量對使用碳足跡產品之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控

制行為之可行性。本計畫證實Ajzen的計畫行為理論可以運用於探討低碳管理與綠色產業之商業行為

模式上，以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控制行為等變數探討綠色企業從業人員的綠色意圖並反映在實際

的商業模式的規劃上，而各研究變項在使用綠色產品意圖上皆呈現正向相關，因此假設皆成立。 

另一方面，在信念前置變數上，制度認知對態度有正向影響，綠色從業人員對綠色產品的正向

態度有別於以往產品的開發上，此對商業模式的開發為正向的反應。在規範前置信念-潮流效應中，

分析結果顯示對主觀規範有正向影響，主要為關係人間的關係所造成。在知覺控制前置因素中，分

別有自我效能以及資源配置條件，其中以自我效能對知覺控制行為影響較大，尤其是企業人員對環

境的知識的基礎建立會影響商業模式的開發，此點值得給未來即將規劃綠色商業模式之企業參考。

另可依照本計畫圖4的商業模型規劃針對綠色產業在各產業之應用進行商業行為之策略規劃作業，

以呼應綠色產品與低碳管理對產業的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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